
2022.6

- 2 -

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三重逻辑*

李燕凌 1 高 猛 1, 2

摘要：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农村基层治理效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关键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大课题。从系统思维出发，农村基层

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的“同构”与“共变”，是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显著特征；新

的功能需求与旧的结构安排之间的矛盾运动，成为牵引变革的历史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

治理经历了四个阶段，在“结构－功能”关系上依次呈现“中均衡－低效能”（1949－1952年）、“低

均衡－低效能”（1953－1977年）、“中均衡－中效能”（1978－2011年）、“中均衡－高效能”（2012年

以来）四种形态，总体上呈现从“低效均衡”向“高效均衡”的螺旋上升趋势。国家建制、社会创制、

产权改制的相互交错、彼此借用，成为驱动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深层制度逻辑。进入新时代，

农村基层治理势必立足“权制互动”的实践逻辑，通过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统筹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农民增权赋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关键词：农村基层治理 变革逻辑 农村基层政权 村民自治权 农村土地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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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①
。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明确要求“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②
。

农村基层治理既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③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化视角下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研究”（编号：21AZD04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标准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20FGLA001）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

年11月 4日第 1版。

②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年2月22日第 1版。

③
参见习近平，2019：《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第 11期，第 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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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①
。因此，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

②
，努

力实现“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③
的双重愿景，继而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开

辟新通途。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取得

一系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健全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共同构成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三驾马车”。但是，农村基层治理仍面临治理“内卷化”

（杜赞奇，2003a；贺雪峰，2011；陈锋，2015；李祖佩，2017；黄宗智，2020）、国家治理统一性与

基层社会活力之间的“张力”（郁建兴，2019）、村民自治的“失落”（徐勇和赵德健，2014）、农地产

权的“诺斯悖论”（黄涛和朱悦蘅，2018；诺斯，1994）和“治理性残缺”（黄涛和朱悦蘅，2018）、产

权单位与治理单位的“错位”（邓大才，2015）等挑战。作为一个时空耦合的复杂系统，农村基层治理

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功能性、演化性等特征。从系统思维出发，上述挑战是一定历史阶段中农村基

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功能性问题。因此，必须以“三权”

的结构性变革为主轴，不断推进中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农村基层治理效能。

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可谓历史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相互作用的产物。党的十八大以来，“许

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

高”
④
。这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

流中发展”
⑤
；制度的设计和发展“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应

当“扎根本国土壤”
⑥
。由此引出的三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握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历史动因

及其必然性、规律性？如何理解这一过程中涉及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的制度安

排和制度变迁？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农村基层治理效能？这三个问题内在融

贯、环环相扣，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整体思考。为此，本文建构并运用“三权－三制”分析框架，系统

梳理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以期探寻新中国通往“乡村善治”

的“密钥”，助力明晰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靶向”。

①
参见习近平，2021：《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幸福吉祥祝伟大祖国繁荣富强》，《人民日报》2

月6日第1版。

②
参见习近平，2018：《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07页。

③
参见习近平，2019：《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第 11期，第 4-10页。

④
参见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0月 26日第1版。

⑤
参见习近平，2018：《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

4月 11日第 3版。

⑥
参见习近平，2014：《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9月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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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权－三制”：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农村基层治理已然成为一门“显学”
①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治理理论和“国家－社会”二

元分析框架、“国家－经济－社会”三元分析框架引入中国学界，治理概念越来越成为无所不包的“伞

状术语”（臧雷振，2021）。然而，学者们在共用“治理”概念时，对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研究

对象、研究进路存在较大分歧，对其变革逻辑的认识也有所不同。

首先，从研究对象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中，具有政治学或社会学背景的学者多将农村基

层治理研究化约为“乡政”和“村治”研究，即乡镇一级基层政权和乡镇以下村民自治的研究。进入

21世纪后，“乡政”研究向上至少延展到“县乡政府”。一些学者指出，虽然在恢复乡镇政府早期的改

革设计中，乡镇政府本来是按最具有独立意义的基层政府来设计的，但在后来的政府演变中，不论是

财权，还是事权，乡镇政府已不具备一级政府的真正属性，而是越来越成为县级政府的从属组织或代

理机构（赵树凯，2013）。“村治”的实践进程和研究焦点则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自然村为基础自生

自发的村民自治、以建制村为基础规范规制的村民自治、在建制村以下内生外动的村民自治（徐勇和

赵德健，2014）。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2021年 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

制度为重点，以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进一

步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②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乡村治理”话语不是“乡政村治”的简单重复或终

结，而是“乡政村治”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功能拓展和延续（陈军亚和肖静，2022）。

与“乡政”和“村治”研究有所不同的是：一些经济学家从经济史梳理入手，将农村土地产权制

度作为解读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切入点（周其仁，1995）。这类研究深受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提出了诱

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论、互动博弈论、路径依赖论、制度黏性论等观点，倡导建立和完善归属清晰、

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其次，从研究进路看，相关研究存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典型进路。前者主要采用

国家化视角（徐勇，2019），把农村基层治理视为国家为社会订立规则并获取服从的过程。后者则强调

农村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和动力机制（贺雪峰，2011）。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

正式制度的变更，而是依靠名实分离的基层实践”，渐进转型的巨大动力和稳定性来自调动传统资源、

整合社会力量、运用非正式规则（张静，2018）。然而，两种进路都存在一些问题：“自上而下”进路

①
中国语境的农村基层治理研究肇始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80年代，时值人民公社解体、村民

自治制度推行，激起官学两界共同寻找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之路，如张厚安等“先行者”的农村基层政权研究、徐勇的

城乡政治比较研究、政府职能部门推行的相关政治试验以及适应形势变化的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等等。进入 20

世纪 90年代，农村基层治理研究转向广阔的社会基层，进入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村民自治的“草根时代”。参见张厚

安（2001）、徐勇（1992）、吴毅和李德瑞（2007）、张厚安和徐勇（1995）。
②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光明日报》2021年 7月 12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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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充分回答的是，即使国家为农村基层治理提供了制度场域，为何无法将不同地方的村庄捏成一种

模样？而对于“自下而上”的进路，有学者批评其只见“社会”不见“国家”、只见“树叶”不见“树

林”、只见“描述”不见“解释”、只见“传统”不见“走向”（徐勇，2019）。上述两种进路都难以摆

脱“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诘问。

最后，从研究论点看，对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变革逻辑主要有三种认识。第一种是“国家建构

论”，认为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由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及其意志的扩张和渗透所主导。也有学者指出，随着

国家的现代转型，国家政权建设也需要通过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来稳固其根基（陈军亚和肖静，2022）。

第二种是“社会建构论”，认为社会力量具有各种规避国家秩序的手段，会修改或抗争国家规则，因而

是农村社会秩序的主要行动者（张静，2000）。第三种是“产权建构论”，认为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农

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核心线索。例如，有学者指出，“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

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罗必良和耿鹏鹏，2022）。

总体上看，既有研究从不同侧面刻画出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逻辑，但仍面临四个方面挑战：

其一，结构分析中关键变量的遗漏。如果仅从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中的某

个方面或某些方面来理解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变革逻辑，而将其他重要变量“背景化”为不言自明

的“潜在假设”，有可能将“理论中的现实”演绎为“想象中的现实”，无法完整准确地揭示变革中的

共性、规律和必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及其互动互赖、民主协商、信任合作的关系（Torfing et al.，2012）。

在实践中，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①
，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目标和主

要方向。结合中国国情，只有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农村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

组织、社会组织等，才有可能还原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共建共治共享”的本相。

其二，功能分析中认知维度的差异。结构决定功能，功能需求牵引结构变革。只有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农村基层治理效能，使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才是彰显中国式现代

化意涵的农村基层治理变革。但难点在于：一方面，当国家以调节不同主体间权力关系的方式来促成

不同治理机制合作时，就需面对更复杂的权力“收放”两难抉择问题（黄晓春，2021）；另一方面，“究

竟是国家政治决定农民行为还是农民行为塑造国家政治抑或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和型构，也是值得深入

探讨的重大问题”（刘金海，2022）。能否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中寻求共识的“最大公

约数”？这就需要在“结构－功能”视域下重新认识农村基层治理中结构性变量的属性及其功能。

其三，制度分析中互构研究的不足。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不仅受到治理主体行为的影响，还

受到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之间结构性关系变迁的影响，这种关系及其变迁取决

于各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共同影响。在学理上，治理强调各种制度之间的协调、互动和平衡，

倡导国家、社会、市场等复合机制的综合运用。当前，国家倡导“共建共治共享”和“三治结合”，对

相关制度互构关系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2019年11月 6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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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历史分析中叙事话语的缺位。西方治理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以及“社会是善的，国家是

恶的”基础上，似乎“没有政府的治理”才是好的治理（罗西瑙，2001）。然而，治理绝非可用一套普

适的标准来衡量。新中国成立后，既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权下沉”、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政

社合一”，也有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农民逐渐实现由“取”向“予”的转变，以及乡村振兴进程中“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制度同构。因此，必须立足中国场景和农村场域建

立本土分析框架，透过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来把握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为了回应上述四个方面的挑战，本文建构出一个兼具结构性、功能性、互构性、本土性的分析模

型——“三权－三制”分析框架（见图 1），用以考察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逻辑。

图1 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三权－三制”分析框架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三权”被视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三个关键变量，即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

治权、农村土地产权。结合现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上述“三权”均具有“权力”和“权利”两个

维度的含义。

其一，农村基层政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属于国家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的范畴
①
，是国

家权力向农村基层渗透和扩张的产物，彰示着国家的对内主权。一方面，国家为获得这种实质性的对

内主权，需要通过设置基层政府并借助具有一定“行政化”意味的自治组织，代表其对农村基层社会

开展治理。唯此，国家才能具备实质性的治理“权能”。但另一方面，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及其治理效能，

又依托于政权“自主性”与“合法性”的统一、“权力”与“权利”维度的互嵌。近代以来的政治合法

性理论将民本之说转变成一个具象化的、以权利性制度安排为内核的、以公众制度认同为现实目标的

概念。现代国家的自主性建构与合法性建构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一是渗透与扩张的过程，一

是证明此种渗透与扩张过程的合法性”（杜赞奇，2003b）。农民通过对制度的感知、对比、评价和施以

①
学界不少学者已对“国家政权建设”（State building）这一概念在西方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旅行”过程展开梳

理，并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可以从国家权力的“边界”与“效能”两个方面加以考虑。其中，“边界”指国家对社会的渗

透界限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这些需要由规范、科学、可持续的规则与制度来保障；“效能”指国家制定、

执行公共规则与制度，贯彻政策的能力和效率，以及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水平。参见汪雪芬和王博（2017）。

农村基层政权

村
民
自
治
权

国家建制国家

社
会
创
制

农村土地产权 经济 产权改制

农村基层治理体系 农村基层制度安排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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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从一种被决定的力量逐渐解放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林尚立，2013）。只有获得基层更大范围

内的民众支持，国家治理才能卓越有效，国家政权方可行稳致远。

其二，村民自治权同样具有“权力”和“权利”双重含义
①
。从来源上看，村民自治权是法律赋

予村民自治主体的一种权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自治权，因而不属于“国家政权”的范围。但需注意

的是，村民自治主体在行使村民自治权时，对构成村民自治主体的每一位村民来说，村民自治权又是

一种具有内部管理色彩的公共权力。在现实中，村民自治权的主体既包括村民，也包括村民会议、村

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权的内容既包括选举权、决策权、管

理权、监督权，也包括收益权、经营权等经济性自治权利。

其三，农村土地产权首先是产权主体对财产所拥有的权利束，与此同时也具有“权力”范畴——

“权利”在所有制里反映了经济主体的“相互关系”，即权利关系，这个权利能否实现，则取决于“所

处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决定权利大小和能否获得的关键（杨继国和黄文义，2017）。农村土地产权中

的“权利”和“权力”两大功能属性既有相互统一、相互转化的一面，又有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一

面。前者主要体现为国家对农民的土地产权的厘清和保护，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国家对农民的土地产权

的限制及其造成的农民的土地产权的残缺。只有当农村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在对话、协商以及交易中

形成一种“均势”，才可能出现一个对国家和农村基层社会均有利的结果。

与“三权”相对应，分析框架中的“三制”指向制度，即决定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博弈规则和

安排，在本文中主要涉及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国家建制、社会创制和产权改制。

“三制”及其关系的变化将导致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和博弈规则的重新选择，但问题是：影响农村

基层治理变革的“制度”，到底是国家外部建构的，还是社会建构的抑或自我演化的？如前文所述，以

往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迥然相异的答案：主张国家建构论的学者所理解的制度主要是国家政权体

系供给到农村社会的法律、法规与政策等正式制度；主张社会建构论的学者所理解的制度则更多触及

农村基层社会的习俗惯例、文化传统、道德准则、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

在本文中，笔者将在国家治理的实践背景下理解制度，聚焦于上述“三制”之间包括正式制度与

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协调、互动、平衡和综合运用。从学理上看，其一，制度的本质不是控制，而是协

调。其二，制度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

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World Bank，1989），因而是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持续的互动。其三，若要实现善

治，就需要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实现良好的平衡（杨光斌，2019）。其四，治理视域中的制度具有复合性

特征，即科层机制、社群机制、市场机制的综合运用（Bowles，2004）。从政策上看，近年来，中央“一

①
学界关于“村民自治权”的性质问题主要存在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权利说，主张村民自治权是一种自治权利，

而不是权力。持此类观点的有王德志、肖立辉等。二是权力说，主张村民自治权是村庄范围内的公共管理权力。持此类

观点的有潘嘉玮、周贤日等。三是双重属性说，主张村民自治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持此类观点的有崔智友、

何泽中、刘志鹏、唐鸣等。近年来，双重属性说得到学界不少赞同，渐有成为通说之势。参见崔智友（2001）、何泽中

（2002）、刘志鹏和唐鸣（2011）、王德志（1999）、肖立辉（2008a）、周贤日和潘嘉玮（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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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鼓励“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群众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
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③
，均映射出上述制度意涵。纵然是以“国家化”为主要视角的学者也指出，

在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中，“农民的一系列自主行为，不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引发了整个

政策和体制的变迁”（徐勇，2009）。因此，有必要将这种起初带有非正式制度特征的“社会创制”及

其与“国家建制”和“产权改制”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

基于“三权－三制”分析框架，下文将通过对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

农村土地产权同构共变的历史叙事，厘清三者的关系特征、变化趋势，进一步解析国家建制、社会创

制、产权改制这三种相互交错、彼此借用的制度逻辑，为推进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功能”

相互适配、“体系”与“能力”同步优化、“制度”向“效能”持续转化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三、“三权”同构：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四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1949－1952年）：政权下沉、治权吸纳、地权归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中国共产党人将重建农村基层治

理体系作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证明了“中国人民不但善

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④
。

其一是以“地权归农”增进国家认同。“土地和人民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徐勇，2019）。1950年，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建立起“耕

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使民众更加拥护和支持党的

领导，不仅为巩固社会主义新生政权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汇聚了内生动力。

其二是以“政权下沉”稳固执政根基。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基层政权搞好，

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杜润生，1999），“不要把土地改革与建政打成两极，那样将走弯路、费

力多，而应该是土地改革过程即是建政过程”
⑤
。1950－1951年，政务院相继颁布《区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组织通则》《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

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至 1952年，除西藏外，全国县以下设区 18330个，乡（行政村）284626个（金

①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1982—2014）》，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2019年11月 6日第 1版。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

11月4日第 1版。

④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 11月17日第 1版。

⑤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谢觉哉部长关于人民民主建政工作报告——一九五○年七月十七日在第一届全国民政会议

上》，《湖南政报》1950年第 9期，第 1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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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军和施从美，2002），普遍建起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乡一级建起党支部，为日后建立行政村党支部打

下基础。

其三是以“治权吸纳”动员社会参与。所谓“治权吸纳”，就是将社会内生的治理主体纳入正式的

制度链条，并为其留下一定程度的弹性生长空间，从而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衔接、“秩序”与“活

力”双重目标实现。根据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农民协会组织通则》的规

定，农民协会是农村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也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主要任务是保护农民

利益、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参加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
①
。农民协会协助国家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

社会最基层，同时有效吸纳了一大批贫雇农积极分子，成为农村基层社会新的领导力量。此外，1952

年起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
②
、1954年起在行政村下按自然村划定居民组进行工作

③
等制

度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提供了有益经验。

（二）第二个阶段（1953－1977年）：政社合一、治权统合、产权总有

根据1953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新中国于1953－1956年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

完成对农村土地所有制的第二次变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由此建立。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人

民公社化运动席卷全国，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和农村土地产权愈发呈现强烈的“总体性”特征。

其一是以“产权总有”集聚治理资源。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

在高级社阶段，除宅基地、坟地和部分自留地外，生产资料全部无偿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

报酬、按股分红，实行统一劳动、按劳分配。随着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1956年下半年至1957

年国内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④
，党更加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和工业化建设。从农村汲取资源、

保障工业发展的国家意志，造就了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公社所有制。这种排他性受到严格限制的产

权体系，弱化了剩余合约和剩余收益的激励功能（陈剑波，1994），故而可称为“产权总有”。

其二是以“政社合一”贯彻国家意志。事实上，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国家与社会之间主要是

一种良性互动。互助组起初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主要作用是恢复和扩大再生产，符合农民

的自身利益，使农业切实得到了发展。真正改变农民合作社“自愿”性质、导致激进化问题的是1954

年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对合作社数量的盲目制定。基层“比着干”的加码执行进一步刺激国家对

计划的盲目扩大，形成恶性循环。进入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层政权进一步呈现“一大二公”、“政

社合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特征，其结果就是国家权力向农村基层社会的深度渗透和扩张。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人民日报》1950年 6月 30日第 2版；《农民协会组织通则》，《福建政报》1950

年第7期，第50-51页。

②
参见《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江西政报》1952年第 8期，第15-16页。

③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关于健全乡政权组织的指示》，《山西政报》1954年第 3期，第 56-58页。

④
从 1956年下半年至 1957年初，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完成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党在工作中的某些问题，经济和

社会生活中出现一些紧张状况，主要包括：一些城市出现粮食和日用品供应短缺，一些农村地区出现农民闹退社、分社

风潮，一些学生、工人、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困难，发生了群体性上访事件。参见张启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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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以“治权统合”固化社会秩序。由于“产权总有”、“政社合一”以及严格的户籍管理与

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的影响，农民在基层治理中的活力受到限制。尽管如此，基层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依

然没有“离场”。这一时期“集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且治理成

本上升，“国家控制农村系统的费用指数比收益指数增长得更快”（周其仁，1995）。这意味着，农

村社会内生的非正式制度冲击着“政社合一”体制，成为农村基层治理再次变革的重要因素。

（三）第三个阶段（1978－2011年）：乡政转型、村民自治、“两权”分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

的物质条件”
①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农村产权制度的再次变革提供

了契机，也为“乡政村治”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奠定了制度基础。

其一是以“两权”分离重组治理能力。从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到 1982年

和 1983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地位，再到 1983年底全国实行联产

承包的队数达 81.3万个，占生产队总数的 99.5%（蒋永甫，2017），实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

承包经营权的分离。此后，由于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与集体成员之间因发包、承包以及流转、征地等

问题出现利益冲突，国家对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的土地控制权加以规制，并实行村民自治，由此走上

一条不断稳定和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路。可见，这一时期的农村产权改制并非一个单纯的国家被动

撤出和顺应民意的过程，而是一个治理能力被加以重组、置换并得到巩固和再生产的过程（李洁，2016）。

其二是以“乡政转型”强化服务职能。这一时期的乡政转型经历了“重建－扩权－缩权－职能转

变”等发展阶段。首先是乡政重建阶段。1979－1981年，四川、吉林和甘肃的几个县，率先进行了撤

销人民公社而重建乡政府的试验（王振耀，1987）。1983年 10月，中央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

乡政府的通知》，此后不到两年时间全国基本完成了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其次是乡政扩权阶段。1987

年党的十三大以后，以扩权放权为方向的县乡政府改革成为潮流，乡镇开始建立独立财政，出现县乡

财政“分灶吃饭”的基本格局。在“乡镇企业热潮”中，乡镇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甚至起到投资主体、

风险主体、信誉主体的作用（马戎等，2000）。再次是乡政缩权阶段。随着 1992年中央提出构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一些已经下放到乡镇政府的权力被县市政府收走，乡镇

政府对基层社会的规制能力也迅速下降。乡镇在财权和事权上已不具备一级政府的真正属性，越来越

像县级政府的从属组织或代理机构（赵树凯，2013）。最后是乡政公共服务职能转变与基层政权“悬浮”

阶段。进入 21世纪，国家着力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和强化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来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对农民“少取”到“多予”的根本转向。然而，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意外后果是，基层政府的财

政来源越来越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基层干部的行为模式也从过去的“要钱”“要粮”变为“跑钱”和借

债，基层政权从“汲取型”变为与农民关系疏离的“悬浮型”（周飞舟，2006）。这也意味着乡镇政府

的公共服务职能转变任重道远。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 11月17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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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以“村民自治”激发社会活力。村民自治是“社会自主创制”与“国家有意吸纳”良性互

动的结果。新中国最早的村民委员会于 20世纪 80年代初由广西罗城县、宜山县的农民自发成立，起

初称谓不一，除了“村委会”外，也有称“村管会”、“议事会”或“治安领导小组”的。村委会“这

种自发组织刚开始只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维护集体的水利设施，后来逐步扩大为对农村基层社会政治经

济生活中诸多事务的村民自我管理”（肖立辉，2008b）。1987年 7月，邓小平指出，“把权力下放给基

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
①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提出，

农民群众“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

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
②
。自 1987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

行）》以来，全国各地在村民自治的具体形式和运行机制上，探索出“海选”“组合竞选制”“两票制”

“一肩挑”等创新经验。但是，20世纪 90年代以来，村委会出现的“行政化”现象、村民自治制度

与村“两委”架构之间不协调等问题，共同构成村民自治的深层张力。

（四）第四个阶段（2012年至今）：党建引领、治权协同、“三权”分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③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农村基层治理成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指向的关键领域。

其一是以“党建引领”实现强基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元治

理”角色进一步凸显，“党建引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的显著特征。2019年 6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和加强党

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
④
。2021年 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
⑤
。在实践中，各地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

长效机制，大力推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以及村“两委”干部交叉任职，全面实行

村委会向村党支部报告重大事项制度，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与此同时，农村基层自

治越来越成为一种国家形态的自治，而如何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成为新的研究和实践

议题。

其二是以“治权协同”提升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初步形成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

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2019年 6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党委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②
参见《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 1版。

④
参见《中办国办印发〈指导意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人民日报》2019年6月24日第 1版。

⑤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光明日报》2021年 7月12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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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①
。同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
②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要求“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

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③
。各地从完善党全面领导

基层治理制度、加强农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健全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农村基层法治和

德治建设、加强农村基层智慧能力建设等方面，统筹推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乡镇行政执行能力、

为民服务能力、议事协商能力、应急管理能力、平安建设能力逐渐增强，村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持续

推进，村民自治机制、村组织动员能力、村服务格局不断优化。一些发达地区推进“放管服”改革向

基层延伸，打通基层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农村地区也逐步实现“最多跑一次”和“最多跑一地”。

其三是以“三权”分置促进共享共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强

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要“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

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④
。2015年，农业部、中央农办、国家林业局确定在全国 29个县（市、

区）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按照中央部署，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聚焦农村集体资产清产

核资和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两大重点任务
⑤
。中央沿着权利细分的产权制度变革路径，从法律

维度逐步实现农村集体农用地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产权结构重塑，在权利细分的基础上

逐步赋予土地经营权流转、抵押、入股权能。这一改革的本质在于“增权赋能”，一方面通过“增权赋

能”促进“共享”，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引领农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

通过“增权赋能”促进“共治”，引导农民在基层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四、“三权”共变：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历史逻辑

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结构变革”与“功能变迁”两大维度。就结构变革而言，农村基

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呈现不同组合形态和均衡程度，能够满足不同治理功能需要。就

功能变迁而言，农村基层治理实际发挥的功能亦即效能是结构形塑的结果，因而可以用“三权”各自

的效能及其均衡度和“三权”的总体效能来反映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合理性。

为深入论证这一逻辑，笔者先采取纵向研究，按“强”“中”“弱”三区间划分方式对农村基层政

①
参见《中办国办印发〈指导意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人民日报》2019年6月24日第 1版。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2019年11月 6日第 1版。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

11月4日第 1版。

④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 1版。

⑤
参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扩大：扩面、提速、集成，今年吉林、江苏、山东 3省全省开展》，《人民日报》2018

年6月20日第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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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综合效能进行评价。区间的定性划分依据均以前文

的历史梳理和相关史料支撑为准。然后，采取横截面研究，根据“三权”实际效能划分的组合样态，

大体勾画出不同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的内部功能构造及其均衡程度。

在此基础上，洞察和解释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趋势及其历史逻辑。

（一）农村基层政权：“弱－强－中－强”的功能变迁

结合前文的历史梳理可知：其一，1949－1952年的“政权下沉”阶段，国家初步设立了农村基层

政权，并通过土地改革和政治动员，使农民对基层政权产生了强烈认同感。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农村基层政权体量较小，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扩张有限，因此农村基层政权的效能在总体上处于弱区间。

其二，1953－1977年的“政社合一”阶段，农村基层政权向社会渗透和扩张的力度很大，其效能总体

上处于强区间。其三，1978－2011年的“乡政转型”阶段，农村基层政权先是在 20世纪 80年代到 90

年代初经由“乡政村治”体制的确立以及扩权放权的县乡政府改革而得到强化，但随后一些已经下放

到乡镇政府的权力被县市政府重新收走，乡镇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有所弱化，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

与农民的关系有所疏离，“三农”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依然突出。因此，这一阶段农村基层政权的效能

总体上处于中区间。其四，2012年以来的“党建引领”阶段，随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村基层党建

工作强化、县乡政府职能改革和农村公共服务改善，农村基层政权效能提升，总体上处于强区间。

综上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效能呈现“弱－强－中－强”的变迁轨迹。需

要注意的是：其一，每个阶段效能的划分区间所呈现的是农村基层政权在“权力”和“权利”两个维

度上的综合情况。例如，1953－1977年“政社合一”阶段的强区间效能主要源自权力维度，而 2012

年以来“党建引领”阶段的强区间效能则源自权力和权利两个维度上效能的总体增长。其二，在不同

阶段，农村基层政权在权力维度上的效能实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例如，1953－1977年“政社合一”阶

段的组织基础是“党政合一”。相比之下，1978－2011年“乡政转型”阶段，行政科层制的作用有所

增强。2012年以来，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的乡镇（街道）管理体制
①
成为支撑和保障农村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其三，农村基层政权效能在每个阶段的“趋强”或“趋弱”，主要是相对

上一阶段而言的，这反映出制度变迁中存在的路径依赖效应。

（二）村民自治权：“中－弱－中－中”的功能变迁

结合前文的历史梳理可知：其一，1949－1952年的“治权吸纳”阶段，农民协会在人民民主政权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在基层治理中的活力得以体现。但是，关于村民自治权的实现问题，在

法律层面上尚未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其效能总体上处于中区间。其二，1953－1977年的“治权统合”

阶段，农民在基层治理中的活力受限，村民自治权的效能总体上处于弱区间。其三，1978－2011年的

“村民自治”阶段，村民自治权的实现形式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和保障。但是，随着农村社会日益分化、

内生联结机制弱化和消解，村民自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村民实际参与缺乏、村级民主治理异化、

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农民集体行动危机等问题。因此，这一阶段村民自治权的效能总体上处于中区间。

①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光明日报》2021年 7月12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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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2012年以来的“治权协同”阶段，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初步形成，村民自治权得到实质性增强。

但是，村民自治仍面临村委会“行政化”、村干部与村民的日常联系不够紧密、村民自治从制度条文向

实践行为的转化需要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较为单一等现实问题。中央不断强调要健全村

民自治制度体系、丰富村民议事协商渠道、发挥村规民约的自律规范，倡导各地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

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关键在于‘有效’，核心在于实现形式。村民自治体

现了自治和民主精神，但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形势、新的情况

和新的要求而发展变化”（徐勇，2015）。因此，目前村民自治权的效能总体上仍处于中区间。综上可

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村民自治权的效能呈现“中－弱－中－中”的变迁轨迹。

（三）农村土地产权：“弱－弱－中－强”的功能变迁

结合前文的历史梳理可知：其一，1949－1952年的“地权归农”阶段，农民在“均田”原则下获

得一定数量的私有土地，产权主体明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高度统一，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然而，这一产权制度具有两大局限性：一方面，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弊端

显露，即单个农户的生产能力不足，特别是大型农具和牲畜不足等困难在小农户中普遍存在，影响了

土地的产出价值和农民的实际收益。另一方面，土地改革之后，农户之间因为生产能力差异而快速分

化，“均田”和“均贫富”所带来的生产激励效能不持续、不稳定，这被认为是国家很快于 1953年推

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原因（徐琴，2006）。因此，这一时期农村土地产权的效能总体上处于弱区间。

其二，1953－1977年的“产权总有”阶段，模糊的产权制度使国家对村庄的管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全面

覆盖，农村土地所有权与控制权被收归集体或国家。农村土地产权与农民经济剩余的分享出现严重的

激励弱化，因此，其效能总体上处于弱区间。其三，1978－2011年的“两权”分离阶段，以按人口平

均承包、农户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制度安排，既打破了“大锅饭”、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又保障了农

户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兼顾效率和公平，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是，“两权”分离在实践过程中遭

遇生产分散、组织化程度低、农地闲置现象普遍、土地权益纠纷频发、农地经营权无法放活流转等问

题。因此，这一阶段农村土地产权的效能总体上处于中区间。其四，2012年以来的“三权”分置阶段，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进一步明确，农户承包权内涵更加清晰，经营者被赋予独立的土地经营权。这不

仅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也激发了农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因此，这一阶段

农村土地产权的效能总体上处于强区间。综上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的效能呈现“弱

－弱－中－强”的变迁轨迹。

（四）变化趋势：从“低效均衡”到“高效均衡”的螺旋上升

综合上述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三权”共变的组合形

态及其变迁轨迹如表 1所示。

表 1 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三权”共变的“结构－功能”样态

阶段 农村基层政权 村民自治权 农村土地产权 “结构－功能”样态

1949－1952年 政权下沉 治权吸纳 地权归农 中均衡－低效能

1953－1977年 政社合一 治权统合 产权总有 低均衡－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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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1978－2011年 乡政转型 村民自治 “两权”分离 中均衡－中效能

2012年以来 党建引领 治权协同 “三权”分置 中均衡－高效能

首先，就结构变革而言，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呈现不同组合形态和均衡程

度，能够满足不同治理功能需要。1949－1952年，新中国以“政权下沉”稳固执政根基，以“治权吸

纳”动员社会参与，以“地权归农”增进国家认同。“三权”效能相当，共同对农村基层治理发挥影响，

呈现“中均衡”结构。1953－1977年，“政社合一”之下，国家权力向农村基层社会深度渗透和扩张，

而农村土地产权的激励功能弱化、农民在基层治理中的活力受限，“三权”呈现“低均衡”结构。1978

－2011年，农村基层治理主要依托“两权”分离和“乡政转型”，村民自治权的实现形式在法律上得

到确认，但又面临诸多深层张力，因此，“三权”呈现“中均衡”结构。2012年至今，农村基层政权、

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相关改革稳步推进，“三驾马车”逐渐协同发力，但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

有效实现形式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因此，“三权”呈现“中均衡”结构，并逐渐向“高均衡”方向

发展。

其次，就功能变迁而言，“三权”效能之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

结合前文按“强”“中”“弱”三区间划分方式对于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效能评价，1949－1952年“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的效能可表示为“弱

+中+弱”，1953－1977年“三权”的效能可表示为“强+弱+弱”，1978－2011年“三权”的效能可表示

为“中+中+中”，2012年至今“三权”的效能可表示为“强+中+强”。综合来看，这四个阶段“三权”

总体效能分别对应于低效能、低效能、中效能、高效能，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再次，从“三权”结构均衡性与总体效能的组合样态看，1949－1952年为“中均衡－低效能”组

合，1953－1977年为“低均衡－低效能”组合，1978－2011年为“中均衡－中效能”组合，2012年

以来为“中均衡－高效能”组合。需要强调的是，矛盾运动永无止境，“三权”之间不平衡是绝对的，

而平衡只是相对的。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正是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

的矛盾运动中螺旋上升，不断接近“高效均衡”的理想构造。

最后，当前，村民自治权的效能激发程度仍低于农村基层政权和农村土地产权。“国家－社会”范

式下的研究已经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之间具有竞争、冲突、独立、依赖、

协同、合作等形态。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总体上呈现“互嵌”与“合作”态势，从而保持了政治上

的总体稳定（樊鹏，2019）。然而，“中国基层出现了普遍的村级治理行政化现象”（贺雪峰，2019）。

未来应在完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推进经济领域增权赋能改革的同时，持续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形式，发展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式的村民自治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五、“三制”并进：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制度逻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对农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身份上赋权，

由此，在“原点”上产生了国家建制、社会创制、产权改制这三种相互交错、彼此借用的制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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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进程中，一方面，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三权”的

归属、配置及运行，是国家建制、社会创制、产权改制“三制”并进的结果；另一方面，“三权”同构

的既有样态又成为制度变迁的起点和约束条件。

（一）以“国家建制”为节点的制度逻辑

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国家建制遵循整合性逻辑，旨在使农村基层的各个组成部分形成相对协调的一

致性，融入国家完整和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整合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其一是以“乡政村治”实现“有机整合”。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相匹配的是激活农村经济活力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

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和以效率为追求、以法治为导向、以科层制为基础、以村民自治为延伸的“乡

政村治”，逐步实现从“强制整合”到“有机融合”的历史转型。

其二是以“党建引领”促进“协同高效”。以往，“政治与行政的二元对立视角遮蔽了乡村治理结

构的辩证统一性”（杜鹏，2019）。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在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农村基层治理

体系过程中凸显“元治理”功能，不仅形成“政治主导行政、行政支持政治”的良性状态，也为农村

基层公共性的有序生长发挥重要助力，还为化解秩序与活力的兼容问题提供制度支撑，已然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的显著特征。

其三是以“公共服务”增进“制度认同”。农村基层治理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公共服务上来，使农民

共享发展成果，不断增进制度认同。当然，也应该看到，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纵向关系成为其中关

键约束条件。如果国家的纵向治权体系的运行机制设置不合理，有可能导致其公共服务功能的退化。

例如，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财政自主权不断收缩，在项目权责配置中的弱势地位凸显。在“逐

级代理”的压力体制下，乡镇主要领导往往不是在“抓项目”就是在“跑项目”的路上。因此，向基

层放权赋能、提升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能力，是增强农村基层治理效能的一条重要路径。

其四是以“农民为本”提升“内生动能”。当前，中央倡导各地因地制宜地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

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与社会的横向关系成为关键约束条件。在实践中，许多地方不再“先

验”地决定农民需要，而是充分考虑农民的真实需求，让农民由公共事务管理客体转变为管理主体。

正所谓“路在脚下”，农村基层治理创新之路仍需在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实践中开拓出来。

（二）以“社会创制”为节点的制度逻辑

在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四个阶段中，基层社会始终“在场”。在村民自治方面，如前文所述，

新中国最早的村民委员会于 20世纪 80年代初由广西罗城县、宜山县的农民自发成立。在新农村建设

中，广西河池市的农村基层创造出“屯级党群理事会”治理模式；湖北姊归县在农民创造的基础上，

以利益相关和地域相近为标准，将建制村以下的村落作为自治单位，建设“幸福村落”（徐勇和赵德健，

2014）；福建厦门市海沧区将农村社区自治重心下移，以村民小组为自治单元展开地方试验，形成符合

当地实际情况的“微自治”范式（赵秀玲，2014）。此外，“社会创制”事实上也影响了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结出“成果”前，早在 1956年，广东、四川、湖北、浙江等省

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就已在生产责任制的探索中率先创造出包产到户责任制（张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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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一种“非法”的农民创造，成长为国家认可的重要的农

村制度创新。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

农民的积极性”
①
。已有研究表明，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民增收的贡献最大，而制度改革的价值在于尊

重了农民的自由选择（林毅夫，2005）。事实上，包产到户、乡镇企业、进城打工等被称为中国农民伟

大创造的创举
②
，都是农民在相应的制度结构中自由选择的结果。

将制度分为国家创制的正式制度与社会创制的非正式制度，为理解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实

践逻辑提供了一条认知路径。当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融合度高、诉求趋向一致时，正式制度延续或

变动的阻力较小，成本较低。当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融合度低、诉求趋向矛盾时，正式制度延续或

变动的阻力较大，成本较高。只有在非正式制度的灵活性之下，正式制度才能集聚社会资本，提升执

行效能，获得制度创新更广阔的空间。总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应该保持协调与互动，减少

农村基层治理体系运转的阻力和成本。

（三）以“产权改制”为节点的制度逻辑

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由国家、集体、农民共同构造出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糅合了公

法层面的治理功能、生存保障功能以及私法层面的市场化私权功能，国家发挥主导作用，但并非唯一

作用主体。换言之，这一变迁过程兼具强制性和诱致性特征。

以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为分野，农村产权制度的变迁总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总体是伴

随政治运动、意识形态的不断深入而进行的，其特点是取消个人产权甚至较小的集体产权利益，建立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所有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总体上属于强制性的变迁；在后一

阶段，集体产权体制在达到其高度集中的历史“顶峰”后逐步放松，实质上是受到较小范围的集体利

益以及农户利益的诱致而发生的渐变（黄涛和朱悦蘅，2018）。如前文所述，“三级所有”和“包产到

户”早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因而总体上看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这是与渐进式改革和

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现了不同利益主体相对平等的“合作式博弈”和“同意一致性”，是增进制

度变迁效率的有效途径（黄涛和朱悦蘅，2018）。

“同意一致性”的实质在于制度对参与博弈的各方利益的均衡构造。例如，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为标志的农村产权制度变迁，形成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户自己的”的利益均

衡构造，创造性地获得了不同经济当事人的同意一致性，因而取得了显著的创新绩效。无论是实践还

是理论研究都表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对农民的增权赋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现代

化进程，无论是国家、地方政府抑或是村集体、农民，都通过制度变迁获得了额外收益。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②
参见仲农平，2021：《大跨越，中国历史乾坤再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中）》，《农民日报》6月2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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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权制互动”：新时代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实践逻辑

综合前文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其一，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权、农村土地产权，共同构

成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三个关键变量。与这“三权”相对应，包括国家建制、社会创制、产权改制在

内的“三制”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变量提供了互动规则和框架。其二，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

变革具有“结构变革”与“功能变迁”两大维度。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经历了四个阶段，总体上呈现

从“低效均衡”向“高效均衡”的螺旋上升趋势。新的功能需求与旧的结构安排之间的矛盾运动，成

为牵引变革的历史逻辑。其三，国家建制、社会创制、产权改制的相互交错、彼此借用，成为驱动新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深层制度逻辑。首先，以“国家建制”为节点的制度分析表明，国家建制对

农村基层治理整合的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乡政村治”实现“有机整合”、以“党建

引领”促进“协同高效”、以“公共服务”增进“制度认同”、以“农民为本”提升“内生动能”。其次，

以“社会建制”为节点的制度分析表明，村民自治制度是“社会自主创制”与“国家有意吸纳”良性

互动的结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协调、互动、平衡和综合运用，有助于减少农村基层治理

的运转阻力和成本。只要坚持把依法维护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增权赋能来提升农民主

体性地位，农民就会创造出惊人的历史奇迹。最后，以“产权改制”为节点的制度分析表明，新中国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由国家、集体、农民共同构造出来的。与渐进式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经

由国家、集体、农民的“合作式博弈”，实现三方利益的“均衡构造”，将是未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与

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演进方向。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已有学者指出，“70年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体现在四个方面：

实现乡村现代化的目标、多组织共同参与、克服乡村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制度法律政策的变革与创新”

（丁志刚和王杰，2019）。笔者认为，农村基层治理势必立足“权制互动”的实践逻辑，通过在经济、

政治、社会领域统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农民增权赋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一）夯实农村国家建制，推进农村民生服务领域增权赋能

农村民生服务领域的增权赋能是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

之计和固本之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

得到强化和巩固。发挥“党建引领”的“元治理”功能，为农村基层公共性的有序生长提供重要支持，

为化解秩序与活力的兼容问题提供制度支撑。要构建“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的乡镇管理

体制
①
，通过向基层放权赋能，增强乡镇行政执行能力、为民服务能力、议事协商能力、应急管理能

力、平安建设能力。要将增进农民福祉作为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根本立场，促进农民自由全面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在权利

保障视野下满足农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要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

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等任务，把“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①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光明日报》2021年 7月 12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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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有所扶”作为基层政权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中可观可感的目标向度。

（二）激发农村社会创制，推进农村社会治理领域增权赋能

农村社会治理领域的增权赋能是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在党建引领下构建农村基层

治理共同体，促进党委、政府、市场、社群、技术等各种力量在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中发挥积极作用。

党委和政府可以通过“公益创投”和“社会组织孵化器”等方式建立“授权治理”单位，通过购买方

式扶持社会力量，激发农村基层社会活力。释放市场领域自治元素，可以采取“非公党建”和“引导

社会资本投资”等方式，促进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联动。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探索不同情

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为农村基层公共性的有序生长创造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智能治

理应用场景试验，持续加强农村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

（三）深化农村产权改制，推进农村市场经济领域增权赋能

农村市场经济领域的增权赋能是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此，不仅要坚持建立和完善

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还要进一步认识产权与治理的

关系，着力完善“五个机制”：其一是完善利益治理机制，促进城乡利益主体之间、农村不同利益主体

之间以及主体不同方面之间的利益平衡。其二是完善契约治理机制，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契约治理机制，增进乡村治理的民主性与法治性。其三是完善合作治理机制，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协商

制度创新，构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主要特征的新秩序。其四是完善市场治理机制，创造条件赋予农民

更多财产权利，为激活农村基层治理活力奠定经济基础。其五是完善均衡治理机制，推动国家、集体

和农民等多元产权主体利益结构的均衡构造、集体产权内部权能结构的均衡构造、城乡之间要素价格

及交易关系的均衡构造。

综上所述，新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是一场以“增权赋能”为主旨的系统性变革。除了国家政权

要走向“善政”、多元治理要走向“善治”，还必须考量“农民主体性”和“社会参与性”的问题。归

根结底，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善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此基础上，综合发挥国家建制、社会创制、产权

改制“三制”并进的制度优势，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与“功能”相互适配、“体系”与“能力”

同步优化、“制度”向“效能”持续转化，接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的壮美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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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dimensional Logic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Transformation
in NewChina

LIYanling GAOMeng

Abstract:How to better transform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a key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 major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isomorphism” and “covariation”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grassroots regime and villagers ’ autonomy are remarkable features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form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between the new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the old structural arrangements

has become the historical logic that drove chan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successively. In term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t has successively presented four forms, namely,

“medium equilibrium and low efficiency” (1949-1952), “low equilibrium and low efficiency” (1953-1977), “medium equilibrium

and medium efficiency” (1978-2011), as well as “medium equilibrium and high efficiency” (since 2012). On the whole, it has

shown a spiral upward trend from “low efficient equilibrium” to “high efficient equilibrium”. The reform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regime and the creation of rural social forces were intertwined and borrowed from each other, which

became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driving the reform. In the new era,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bound to b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ights and systems” and take the road of socialist rural good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people-centered farmers’ empowerment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fields.

Key Words: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form Logic; Rural Grassroots Regime; Villager ’s Autonomy Right; Rur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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